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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Mode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ail Station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of Wuhan Based on Mobile Signaling Data

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实证

徐  涛   张云祥    XU Tao, ZHANG Yunxiang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促进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效应和机制仍不明晰。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武汉市轨道站点地区

居民出行方式构成空间差异及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的影响因素，探讨站点地区分类型规划调控策略，主要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武汉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分担率与慢行分担率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轨道交通与常规

公交分担率呈协同变化趋势，而小汽车分担率空间差异不明显。第二，从影响要素来看，轨道站点网络中心性特征对促

进人口选择公交出行、减少小汽车出行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建成环境要素对慢行分担率、轨道交通分担率影响作用呈

现显著差异，小汽车出行分担率主要受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影响。第三，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聚类划分为3大类、8个

子类型站点，出行方式构成和关键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探讨针对性规划策略以提升轨道站区绿色交通效应。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urban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on promoting residents' active travel behaviors remain unclear. 
Based on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ravel mode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de share rates in Wuhan's rail station areas, proposing planning strategi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conventional bus and rail transit mode shares in Wuhan's station areas exhibit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on-
motorized transport (NMT) shares, while demonstrating synergistic trends between rail and bus modes. Together, they form 
the cor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dominance, whereas spatial variation in private car usage remain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Second, network centrality metrics of rail stat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e public transport adoption and reduce car dependency.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 NMT and rail transit shares, while car usage primarily correlates 
with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Third, through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based on travel mode structure and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ree major categories with eight subtypes of stations are identified. To enhance the traffic regulation 
effect of rail transit, targeted TOD plan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出行方式结构；影响因素；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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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优化[1]。然而，实证发现轨道交通建设并不

能保证居民选择更为绿色的交通行为，在建成

环境、居民交通偏好等复合影响下，站点地区

交通方式构成呈现空间差异[2]，[3]11。把握我国

城市轨道站点地区居民交通方式构成时空差

异与驱动要素，对于制定合理政策、促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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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大城市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和站点地

区公交导向发展，以期优化交通出行结构、缓

解城市交通问题、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理论上，

轨道交通能够提高站点地区时空可达性，压缩

居民出行时间成本，促进站点地区交通出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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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范围图
Fig.1   Study area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调节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交通行为调节方向已

积累了丰富成果。有实证研究表明，轨道交通

的开通能提高站点地区居民的步行频率、公共

交通分担比例、降低平均机动车行驶里程，促

使小汽车出行者转向使用轨道交通；也有研究

发现，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居民通勤行为中轨道

交通出行比例升高、小汽车出行率下降，但常

规公交、自行车出行比例也有所下降，同时发

生了平均出行距离、出行时耗缩减[4-6]，[7]575。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轨道交通的可达性会促进

公交分担率的提升，但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优化

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居民社会属

性、地区经济特征[7]572，[8-10]，城市层面的土地

利用模式、道路结构与密度、距城市中心距离

等空间要素[11-14]，以及街区尺度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住区可穿越性等要素[15-16]。轨道交通服

务对站点地区交通结构影响作用具有空间异

质性和人群差异性[3]9，[17]，其复杂机制仍需细

致解析。我国对城市轨道站区的交通行为研究

仍存在下述局限。研究多针对公交、小汽车等

单一出行方式变化开展分析，鲜有研究比较性

分析多种交通方式结构的时空差异。理论上，

轨道交通网的发展水平、结构会对站点地区经

济、社会、交通效益产生影响，但少有研究考量

轨道站点网络结构特征对交通行为的影响。此

外，从交通效应角度对不同轨道站区TOD规

划建设策略差异性探讨也有欠缺。

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并分析武

汉市主城区164个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交

通方式构成差异，并细致分析轨道站点网络结

构、站区人口社会经济、建成环境等特征对慢

行、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小汽车等出行分担率

的影响作用差异，最后通过聚类分析识别轨道

站点类型化特征并探讨差异化的站点地区交

通调节策略，以期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TOD

规划和绿色交通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对象、数据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武汉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地

区作为研究对象（见图1）。截至2023年底，武

汉市主城区已建成运行11条轨道交通线路，

设有166个站点。武汉轨道交通线路结构和站

点密度呈现显著空间差异：长江以北汉口片区

轨道线路多、站点密度高，长江以南武昌片区

二环线外轨道站点密度显著低于二环内，汉阳

片区轨道网稀疏。本文基于Mapbox模拟166

个轨道交通站点步行10 min可达范围。为消除

站点步行范围交叉覆盖影响，利用泰森多边形

划分形成164个无重叠的站点步行可达区。最

后，考虑步行可达区、邻接城市街坊尺度，以及

手机信令数据平台可提供250 m网格数据，将

164个站点步行可达区相交250 m网格均识别

为轨道站点地区。最终，确定164个轨道站点

地区如图1所示，重点关注其内部居住人口的

出行交通方式构成差异。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下述3类。第1类是联通智

慧足迹平台提供的2023年9月武汉市手机信

令数据，包含用户唯一ID及其社会经济属性与

出行特征。通过关联用户ID与其居住地，可以

识别各站点地区居住人口。随后，利用平台提

取各个轨道站点内居住人口的性别、年龄、户

籍及其每次出行的时间、速度、距离、起止点等

信息，利用隶属度函数判别各站点居民各次出

行交通方式，汇总统计各交通方式分担率。第

2类是武汉市2020年土地利用、2023年建筑

普查、道路、轨道交通网等地理信息数据，主要

用于测算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建成环境指标。第

3类是武汉市2023年高德地图POI数据，经过

划分类型和核密度等分析，用于描述服务设施

丰富度；同时结合手机信令平台中网格就业、

居住人口和工休停留时间差异，可辅助识别出

城市中心。

1.3  研究方法

（1）交通出行方式判别方法

居民出行行为特征中，交通方式选择和出

行时间、出行距离、出行速度等具有交互影响。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可提取出行的时间、距离、速

度等特征值，引入模糊识别模型构建合理的隶

属度函数，能够判断居民单次出行所采用的交

通方式，既往研究证明该方法的精度[18]。构建综

合考虑出行速度、距离、时间的隶属度函数，按

照最大隶属度原则判别该次出行所采用的出行

方式。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i表示交通方式，1—5分别代表步

行、自行车、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小汽车5种

出行方式；Um表示根据最大综合隶属度判断

出m条出行数据所对应的出行方式；Fi表示第 i 

种出行方式的综合隶属度；Si表示出行距离对

应第 i 种出行方式的隶属度；Ti表示出行时间对

应第 i 种出行方式的隶属度；Vi表示出行速度

对应第 i 种出行方式的隶属度。

其中，结合武汉市不同交通工具平高峰

速度和时间差异等运行特征，标定不同距离、

速度、时间下可能采用交通方式的隶属度函数

及参数（见表1）。

本文利用武汉市客运交通量数据来对比

验证上述方法的可行性。武汉市城市运输局发

布的客运运营情况分析数据，统计公布市域范

围内公汽电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客运轮渡

的客运完成量，但无针对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

统计数据。故研究利用设定的交通方式判定模

型和参数，基于2023年9月武汉市手机信令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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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武汉市市域居民出行量和交通方式。

识别结果中，武汉市2023年9月市域居民常规

公交出行量为6 186.86万人次，轨道交通出

行量为11 841.52万人次。相较于武汉市2023年

10月客运运营数据中公共汽电车客运完成量

6 360.72万人次、轨道交通12 542.60万人次，两

种交通方式交通量差异在5%以内、比例关系

基本一致，说明上述方法判断结果基本可信。

（2）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

计算Maron'I指数，发现武汉市轨道站点

地区交通分担率及相关要素空间自相关现象

不显著。这与武汉市主城区轨道站点空间分布

不均匀特征有关。因此，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选取慢行分担率（步行和骑行）、常规

公交、轨道交通和小汽车分担率为因变量，分

析识别多方面要素对于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

行方式构成的影响，如公式（3）所示。

式中：Yi为轨道站点地区第 i 种交通方式的

分担率；Xk表示对站点出行分担率可能产生影

响的 k个自变量；β0是回归常数；βi1、βi2…βik称

为回归系数；μ是随机误差。

自变量选取中，考虑建成环境、社会经济、

人口特征及轨道网络特征等方面的影响要素。

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剔除了距城市几何中心

距离、道路交叉口密度、非武汉市户籍人口比例

等变量后，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5，自变量及其

描述性统计见表2。

建成环境方面：功能混合度反映土地利用

功能多样性；路网密度影响小汽车的出行效率；

公交站点密度关乎公共交通可达性；居住人口

密度、就业岗位密度衡量站点地区人口与就业

的密集程度；商业密度反映站点地区设施的密

集程度。

社会经济属性方面：中青年、老年、男性

和非湖北户籍人口比例反映了站点地区的人

口结构特征；居民平均通勤距离体现居民职

住分离程度；房价和月均话费额度则一定程

度上反映该站点地区居民经济水平。

武汉市轨道交通网呈现出空间分布不均

的特征，不同站点在轨道网络中的结构特征

会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度数中心性反映

地铁站节点的换乘能力；接近中心性表示地

铁网络的连接便捷程度，值越大，站点越靠近

区域网络中心；介度中心性表明轨道交通站

点在轨道交通网络中充当桥梁的程度，值越

高，表明站点居民更容易经过更少站点到达

其他地方。

（3）分层聚类方法

本文采用分层聚类方法，实现城市轨道

站点地区的交通方式结构类型划分，分层聚

类适用于处理具有重叠或模糊特征的数据，

能够清晰地展示不同类别间的关系，且具有

一定灵活性和适应性。研究综合利用Q型聚类

（K-means）与R型聚类（模糊C均值聚类）。

首先，Q型聚类以4种出行分担率为聚类因子，

提供了初步的大类划分，明确了站点地区的

交通方式构成特征；而R型聚类进一步结合站

函数类型 出行距离 出行时间 出行速度 取值依据
步行隶属度

函数
依据2020年武汉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居民步行出行
时间分布峰值在10 min。因此设定出行时间峰值为10 min

骑行隶属度
函数

依据《2023两轮绿色出行研究报告》，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
均骑行时间为13.6 min，出行距离集中在0.5—3.5 km。因此
设定出行距离峰值为2.0 km，时间峰值为13.5 min

常规公交隶
属度函数

依据《2020年武汉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武汉市常规公交高
峰平均运行车速为17.8 km/h左右。依据2020年武汉市第四次
综合交通调查数据，武汉市常规公交出行时间峰值在32.0 min
左右。因此分别设定平高峰速度为18.0 km/h、22.0 km/h；平
高峰出行时间设定为28.0 min、38.0 min

轨道交通隶
属度函数

依据《2020年武汉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19年乘客在轨道
系统内部平均行程时间为32.2 min，考虑站内候车时间，参数
设定为35.0 min。由高德地图选取多条轨道交通线路，进行点
对点出行路径规划，测算考虑车次运营过程中平均速度，武汉
市平均轨道交通运行出行速度为35.0 km/h左右

小汽车隶属
度函数

依据《2024年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武汉市高峰25.0
—30.0 km/h、平缓期车速30.0—45.0 km/h区间数据。参数设
定为高峰时期平均车速为28 km/h，平缓期车速为38 km/h

表1 出行方式隶属度函数及参数标定表

Tab.1  Membership functions and parameter calibration for travel mod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受长度限制，这里if指的是if hour(stime)∈{7,8,17,18}表示：当出行记录的出发时间的小时部分属于7、8、17或18时，则判定该次出行处于拥堵时段，并触发相应的函

数逻辑。（2）指数函数                   ，呈现对称钟形曲线，式中c控制函数的峰值位置，即该值为该种出行方式所对应的出行速度、时间、距离的隶属度概率的最大值，k控制函

数的坡度和宽度，k越大函数曲线越平缓，覆盖范围越广。类似地，逻辑斯蒂函数                       是一种S型曲线函数，式中b控制峰值参数，a控制函数的坡度。（3）武汉市早高

峰时段为7：00—9：00、晚高峰时段为17：00—19：00，常规公交运营时间为6：00—12：00（少数夜间公交未统计在内），地铁运营时间为6：00—11：30。因此设定出发时间在

0：00—6：00内轨道交通及常规公交的综合隶属度为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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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各交通方式关键影响因素，通过软聚类

的方式捕捉数据的模糊边界与交集，综合交通

方式构成和潜在驱动因素差异性交互关系细

分站区类型，为制定差异化规划调节策略提供

框架。

2  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交通方式构成

差异

2.1  居民出行行为总体特征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研究对象居民出

行起讫点、距离、时间等，汇总统计各站点居民

2023年9月出行行为特征。从出行方式结构来

看，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常规公交分担率

和轨道交通分担率高于武汉市主城区平均水

平，小汽车的出行分担率（29.25%）低于主

城区平均水平。由于手机信令数据对250 m网

格内位置移动识别不精准，研究仅测算站点

地区居民超过250 m的步行和骑行行为，识别

结果中步行分担率为11.73%，骑行分担率为

17.47%。

2.2   轨道站点地区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差异

武汉市居民交通出行方式构成呈现显著

的空间差异，慢行、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和小汽

车分担率在宏观变化趋势上相互关联，局部空

间又呈现一定差异（见图2）。

站点地区慢行平均分担率为28.8%，在

13.0%—45.0%之间波动。汉口二环内区大

量站点慢行分担率在35.0%以上，呈现显著

的慢行出行聚集特征。在武昌和汉阳，慢行

分担率较高的站点则是围绕着商业中心和高

注：除道路密度外，表中“总面积”为扣除水域后的用地总面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变量名称 指标说明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小汽车分担率 居民使用小汽车出行频次占总出行次数的比例/% 29.6 1.8 24.7 34.6
常规公交分担率 居民使用常规公交地铁频次占总出行次数的比例/% 19.67 2.15 14.74 25.70
轨道交通分担率 居民使用轨道交通频次占总出行次数的比例/% 22.94 3.56 11.76 34.52

慢行分担率 居民慢行出行的频次占总出行次数的比例/% 27.8 5.1 13.5 45.2

自变量

建成环境属性

道路密度 站点地区道路长度与总面积之比/（km/km²） 7.1 1.7 2.0 14.2
公交站点密度 站点地区公交站点数量与总面积之比/（个/hm²） 0.6 0.3 0.0 1.5
商业设施密度 站点地区商业设施数量与总面积之比/（个/hm²） 4.5 3.8 0.0 20.3

就业密度 站点地区就业人口与总面积之比/（人/hm²） 40.5 24.6 2.9 148.8
居住密度 站点地区居住人口与总面积之比/（人/hm²） 46.6 23.2 2.9 115.5

功能混合度 利用POI数据计算站点地区土地利用功能信息熵 2.1 0.2 1.1 2.4

距城市中心距离 轨道交通站点距离最近城市就业、公共服务复合中心的欧式
距离/km 4.09 3.00 0.01 13.08

地铁站网络结构

度数中心性 反映站点可换乘数量/个 2.3 0.7 1.0 6.0
接近中心性 站点与其他站点之间距离倒数的和，进行标准化 0.5 0.8 -1.3 1.9

中介中心性 轨道交通网络所有最短路径中，站点位于最短路径上的频率，
进行标准化 0.3 1.1 -1.1 3.6

社会经济属性及
人口特征

男性比例 站点地区男性人口比例/% 59.9 3.9 48.9 72.9
中青年比例 站点地区年龄位于18—40岁区间的人口比例/% 70.7 5.9 48.5 85.5
老年人比例 站点地区老年人口（60岁以上）比例/% 15.8 4.5 5.6 43.9

省外户籍人口比例 取身份证信息前两位计算站点地区户籍所在地不在湖北省的
居民人口比例/% 28.1 6.2 17.3 52.2

工作通勤距离 站点地区居民平均工作通勤距离/km 5.4 1.3 2.0 8.8
月均话费 站点地区居民单月的平均话费额度/元 52.0 4.1 36.7 69.1
平均房价 站点地区平均房价/（万元/m²） 2.0 0.3 1.2 2.8

表2 变量解释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  慢行出行分担率                                     b  常规公交出行分担率                              c  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                              d  小汽车出行分担率
图2 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空间差异图
Fig.2  Spatial variation map of modal share rat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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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Adj. R²表示调整后R平方值。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校散点状分布。轨交1、7、16号线尾端轨道

站点慢行分担率不足20.0%，呈现低值集聚。

局部差异来看，汉阳新兴商业中心王家墩站

和产居结合的东风公司站表现出比传统中

心钟家村站更高的慢行分担率；华中科技大

学、湖北大学等紧邻高校的站点，居住人群

慢行比例高。

站点地区常规公交出行分担率集中在

15.0%—25.0%之间，平均为19.7%，空间上

与慢行分担率间呈现负相关变化特征。分担

率高值主要聚集在一环至二环范围内，同时沿

长江、汉江的站点地区公交出行分担率相对较

高，轨交16号线、武昌片区轨交2号线等末段

站点地区分担率在15.0%以下。整体上常规公

交出行分担率呈现向外围地区先递增再递减

的趋势，在二环处常规公交出行分担率达到

最高。

站点地区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集中在

12.0%—35.0%之间，平均为23.0%。18.0%

以下分担率的站点主要集中在汉口核心商务

区，以及如街道口、华中科技大学等靠近就业

中心的站点。汉口区二环内、轨交5号线北侧

沿江站点、街道口、光谷等周边站点其轨道

交通分担率集中在18.0%—22.0%之间。而

外环末端站点轨道交通分担率最高，可达到

28.0%—35.0%。武汉三镇中，汉阳轨道交通

分担率最高。总的来看，距离城市区域中心越

近，工作通勤出行距离越低的站点地区轨道交

通分担率越低。

站点地区小汽车分担率均值为29.2%，

略低于武汉市主城区平均水平30.0%。城市一

环线范围内站点地区小汽车分担率基本低于

30.0%。二环线圈层中，汉口片区、王家湾、光

谷广场等城市中心片区站点小汽车分担率多

低于28.0%。汉口中部轨道交通密集地区，小

汽车分担率低的区域集聚连片。但黄浦路、三

层楼、武胜路等滨江高品质居住片区小汽车分

担率较高。二环以外，轨道站区居民出行中小

汽车出行分担率多高于32.0%，轨道交通线路

尾部站点最高，武昌高校周边站点、汉阳经济

开发区站点小汽车分担率较低。

3  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慢行、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小

汽车出行分担率作为此次研究的因变量，分别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见表3。

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慢行交通分担率

主要受到3方面要素影响。站点地区道路网密

度越高、公交站点密度越高，居民采用慢行出

行的比例越高。站点地区就业岗位密度具有

显著积极影响，平均通勤距离增加会显著降

低慢行出行比例，说明职住关系对慢行出行

分担率有重要影响。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也影

响其慢行交通选择，居住在房价较高片区居

民出行选择慢行交通比例降低，男性群体使

用慢行交通比例较低，中青年人群采用慢行

交通比例上升，外省人口集聚片区慢行分担

率更高。

轨道网络结构特征显著影响站点地区居

民出行轨道交通分担率，地铁接近中心性指

标和站点中介中心性指标显著度高，说明轨

道站点地区周边站点越密集，站点与其他站

点通行越便利，同时居民使用轨道交通比例

越高。而道路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表现出显

著消极影响，这与过往研究发现不一致。主

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在轨道站点地区，轨道

交通较常规公交更具竞争优势，故公交站密

度影响减弱；而武汉市道路网密度和公交密

度高的中心城区特别是旧城区，居民职住平

表3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Tab.3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results

自变量
因变量

慢行分担率 常规公交分担率 轨道交通分担率 小汽车分担率
Est. p-value Est. p-value Est. p-value Est. p-value

道路密度/% 0.342 0.028** -0.001 0.993 -0.445 0.002*** 0.103 0.260
公交站点密度/（个/hm²） 1.344 0.066* 0.176 0.699 -1.969 0.004*** 0.449 0.299
商业设施密度/（个/hm²） 0.004 0.960 -0.031 0.582 0.088 0.289 -0.062 0.242

就业密度/（人/hm²） 0.091 0.000*** -0.038 0.000*** -0.046 0.002*** -0.007 0.472
居住人口密度/（人/hm²） -0.033 0.030** -0.006 0.503 0.043 0.002*** -0.004 0.647

功能混合度 -1.242 0.363 -1.305 0.129 4.559 0.000*** -2.013 0.014**
距城市中心距离/km -0.120 0.263 0.190 0.004*** -0.170 0.092* 0.090 0.151
工作通勤距离/km -1.971 0.000*** -0.236 0.149 2.346 0.000*** -0.139 0.367

度数中心性 -0.163 0.627 -0.155 0.463 0.182 0.562 0.137 0.494
接近中心性 0.014 0.974 -0.059 0.831 0.926 0.025** -0.882 0.001***
中介中心性 -0.208 0.373 0.100 0.496 0.430 0.049** -0.322 0.021**
男性比例/% -0.347 0.000*** 0.066 0.164 0.130 0.067* 0.151 0.001***

中青年比例/% 0.112 0.096* -0.103 0.015** 0.029 0.638 -0.038 0.343
老年人口比例/% -0.060 0.486 -0.006 0.905 0.026 0.743 0.040 0.433

省外户籍人口比例/% 0.135 0.003*** -0.063 0.026** -0.059 0.161 -0.013 0.613
平均话费额度/元 -0.022 0.719 -0.013 0.737 0.021 0.715 0.014 0.699

平均房价/（万元/m²） -3.766 0.000*** 1.723 0.004*** 0.834 0.348 1.209 0.033**
Adj. R² 0.803 0.558 0.646 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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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更好、收入水平更高，轨道出行比例反而

减低。另一方面，站点地区功能混合度越高，

轨道交通分担率显著提升；站点地区居住人

口密度对轨道交通分担率具有积极影响，而

就业岗位密度具有轻微消极影响，长距离通

勤居民使用轨道交通比例显著提升，说明轨

道交通建设有助于提升居民远距离通勤公交

分担率，而短距离通勤居民更偏向选择慢行

交通。

站点地区居民常规公交出行分担率主

要受两方面要素的影响。建成环境方面，距

离城市区域中心距离越远，其常规公交出

行分担率越高，而就业密度则反向影响出

行分担率。人口属性方面，省外户籍人口和

中青年群体较少采用常规公交出行，房价较

高、收入水平偏高人群使用常规公交可能

性提升。

空间环境要素中，功能混合度对于降低

小汽车分担率具有积极作用。既往研究发现，

提高公交站点密度、人口密度、就业岗位密度、

商业设施密度等可降低小汽车分担率。笔者发

现，在城市轨道站点地区，这些要素对小汽车

分担率没有显著影响。但轨道站点在网络中的

中介中心性及接近中心性对于降低居民小汽

车使用比例具有显著积极作用。此外，人口属

性方面，男性和高收入群体更偏好使用小汽车

出行。

4 轨道站点地区出行方式调节策略讨论

利用上述分层聚类方法，对164个轨道站

点地区开展聚类。首先，以站点地区小汽车、常

规公交、轨道交通、慢行分担率为因子，将站点

聚类得到3大类。然后，针对各个大类，再利用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的关键影响因子，进一

步聚类得到8个站点子类型。

第1大类为小汽车优势型站点，30.0%—

35.0%居民出行人次使用小汽车，慢行分担率

均值为20.0%，主要位于二环以外轨道交通廊

道。根据居民属性、空间环境特征等因子细分

为2个子类。第2大类为均衡型站点地区，总体

上各出行方式分担率居中，轨道交通分担率

略高于常规公交分担率。该类站点数量最多，

为69个，主要分布在汉阳三环内、汉口二环外

及武昌滨东湖、环沙湖地区，可细分为3个子

类型。第3大类为慢行优势型站点地区，呈现

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分担率低值聚集、慢行

分担率较高的特征。该类型站点约占26.8%，

主要在汉口二环核心片及武昌主要商业中心

集聚分布，部分站点在武昌、汉阳二环外散点

分布，可细分为3个子类型。8个子类型站点

空间分布见图3，不同交通方式占比见图4，空

间环境和人口特征均值见表4，探讨差异化调

节策略见表5。

5 结论

本文引入手机信令数据识别武汉市主

城区轨道站点地区居民出行分担率构成和

空间差异，分析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影响因

素，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交通方式构

成和关键影响因素构建站点地区分类框架

并探讨差异化调控策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

结论。

（1）从各个站点不同交通方式分担率结

构差异上来看，慢行分担率与公共交通分担率

均呈现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而小汽车出行分

担率空间差异性并不显著、可调节性较弱。从

空间分布来看，武汉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交

通方式构成与城市中心等级体系具有关联，高

等级城市中心周边地区就业岗位和服务设施

密集，居民步行分担率高值站区空间集聚，而

轨道公交和常规公交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次

级城市中心因轨道网络密度不高和站点功能

图3 不同类型站点空间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不同类型站点地区出行分担率云雨图  
Fig.4  Raincloud plot of trip modal share rate by station 
area typ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影响因子
小汽车优势型 均衡型 慢行优势型

子类一 子类二 子类三 子类四 子类五 子类六 子类七 子类八
道路密度/（km/km²） 5.33 7.25 6.46 7.02 7.56 6.99 7.68 8.92

公交站点密度/（个/hm²） 0.22 0.57 0.49 0.64 0.60 0.60 0.74 0.84
就业密度/（人/hm²） 13.43 33.98 25.43 44.58 39.61 41.31 69.21 71.18
居住密度/（人/hm²） 14.18 42.28 39.46 65.56 41.63 46.1 48.05 81.83

功能混合度 1.93 2.07 2.09 2.06 2.15 2.14 2.21 2.13
距城市中心距离/km 9.23 3.83 6.17 2.71 2.57 5.59 1.66 1.03

接近中心性 -0.44 0.44 0.11 0.78 0.97 0.15 0.86 0.99
中介中心性 -0.23 0.18 -0.14 0.62 0.54 -0.22 0.72 0.65
男性比例/% 66.01 59.80 59.10 58.77 58.93 59.35 59.21 58.04

中青年比例/% 67.90 70.89 72.36 71.75 69.11 74.62 68.76 71.64
省外户籍人口比例/% 26.64 27.22 24.63 25.98 28.61 32.08 36.57 28.15

通勤距离/km 6.84 5.44 6.36 5.67 4.78 4.85 4.26 3.76
平均房价/（万元/m²） 1.62 2.06 1.75 1.92 2.32 1.87 2.36 2.0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4 不同类型站点地区交通构成关键影响因子特征差异表

Tab.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ravel mode composition by station area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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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轨道交通、小汽车、慢行分担率较为均

衡；非中心地区，慢行交通占比随距中心距离

的增加呈梯度递减、轨道和常规公交分担率

逐渐提升。

（2）城市空间中轨道网络发展水平和

结构特征对所处站点地区的出行分担率结构

具有显著影响。轨道交通站点的高接近中心

性和高中介中心性显著促进了轨道交通的使

用，换乘站及换乘站数量则未表现出显著影

响。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功能混合度及工作

通勤距离、居住密度、就业密度等职住关系

是影响轨道交通分担率的关键变量。在4类

交通方式中，站区小汽车分担率主要受社会

经济因素和轨道交通网络特征影响，慢行和

常规公交出行分担率则更多受到建成环境和

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的影响，城市中心地区高

密度、功能混合空间环境特征能够有效促进

慢行出行。

（3）基于居民交通方式构成，城市轨道

交通站点可分为小汽车优势型、均衡型和慢

行优势型3大类，小汽车优势型分布在城市

外围轨道交通末端地区和新城区域。均衡型

大类 子类 特征 关键影响因素 调控策略

小汽车
优势型

子类一

主城边缘、轨道交通尾端欠发展区；功能主
要为旧村与产业区；低房价，中青年就业人
口集中，男性比例高；道路密度、公交站点密
度低，依赖小汽车通勤

站点网络中心性低，道路密
度、公交站点密度低，男性比
例高，通勤距离长

（1）配置轨道站点和住区、产业园区的接驳公交，在高峰时段设置
定制公交，促进居民利用公共交通通勤出行；

（2）完善道路网络，围绕轨道站点建设慢行路网和停车设施；
（3）远期促进站点地区TOD开发，提升站区就业功能和生活服务功
能，压缩出行距离

子类二

位于二环外枝状轨道交通廊道；旧住区、高
密度小区和商贸、物流等园区板块布局，功
能混合度低；中青年、外来人口比例中高，就
业密度中高，但部分人群职住空间不匹配，
依赖小汽车出行

站点中介中心性低，单个站
区功能混合度低，中青年人
口比例高，平均通勤距离远

（1）伴随轨道网络结构优化，提升站点中介中心性，降低通勤交通
轨道绕行系数；

（2）利用园区、住区道路完善慢行网络，提高轨道站可达性；
（3）结合旧园区更新和旧住区更新，提升就业吸引力，配建一定比
例保障性住房，优化职住匹配度，抑制长距离小汽车通勤

均衡型

子类三

主城边缘中高密度居住区，道路网密度低且
常规公交不完善；职住密度不均衡，中青年
人口比例高，且通勤距离远；小汽车、慢行与
轨道分担率均较高，常规公交分担率低

站点网络中心性低，常规公
交站点密度低，男性比例高，
中青年人口比例高，通勤距
离远

（1）重点提升常规公交供给，改善片区公交服务水平；
（2）加强居住区内部道路、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衔接融合，提高步行
可穿越性，改善大街区模式带来的轨道站点步行可达性差问题；

（3）结合城市更新丰富就业、服务功能，提升产居融合度

子类四

城市中间圈层，轨道站点网络中心性较高；
多为高密度居住组团，散布中等密度就业岗
位，但站区职住比低于2/3，功能混合度不
高；大量居住人口利用小汽车、轨道实现通
勤和生活交通出行

居住人口密度高而就业密度
低，功能混合度不高，提升轨
道交通分担率

（1）重点强化站区功能混合开发，引入高就业供给功能，完善片区
商业、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2）加密居住区步行网络，串联各居住组团和轨道交通站

子类五

多位于武昌片区的次中心区，商业办公功能
和高密度住区混合，功能混合度最高，居民
通勤距离短，慢行分担率较高；虽然具有良
好的轨道站点网络中心性和道路条件，但居
住人口收入水平较高，偏好小汽车出行

功能混合度高，道路密度高，
通勤距离低，房价高

（1）实施慢行优先政策，完善慢行网络，进一步提升慢性出行比例；
（2）加强绿色出行宣传教育，促进公交出行；
（3）倡导站区功能混合开发，进一步压缩通勤、生活出行距离

慢行优
势型

子类六

主城区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或教育科研机构
驻地站点，站区内功能混合度高，工作、人口
密度均衡，中青年及省外户籍比例较高；大
量人口通过慢行满足出行需求，部分人口通
勤距离远偏好小汽车出行，公交分担率低

距离城市中心远，站点网络
中心性低，道路密度低，省外
户籍比例高

重点加强大型单位内部公共交通、步行空间和轨道站点的衔接，促
进通勤人群使用轨道交通

子类七

多为汉口、武昌城市中心的高密度商务办公
区，就业岗位密度高，功能混合度高，居民步
行可满足交通需求；道路、常规公交和轨道
站中心性均较为优越，居民可承担住房价格
最高，偏好使用小汽车中远距离出行

路网密度高，接近中心性高，
就业岗位密度高，功能混合
度高，住房价格高

（1）实施慢行优先政策，完善慢行网络，进一步提升慢行出行比例；
（2）加强绿色出行宣传教育，探索中心区小汽车限制政策，抑制小
汽车出行量提升；

（3）倡导站区垂直功能混合开发，进一步压缩通勤、生活出行距离

子类八

汉口、武昌城市中心地带的高密度商住混合
区，职住、服务高度混合，居住密度极高，通
勤距离最短。虽具有优越的常规公交和轨道
交通条件，但居民利用慢行交通可满足大量
出行需求，高收入人群偏好使用小汽车

居住密度高、就业密度高，通
勤距离短，住房价格高

（1）划定慢行优先区，优化高密度道路网络路权分配，完善慢行交
通网络，提升街道空间环境品质；

（2）高密度、功能混合开发，鼓励围绕商业设施和轨道站点构建立
体化步行网络；

（3）对居住密度高的住区，探索基于容积率奖励等机制的公服、绿
地，改善居住环境，促进慢行出行

表5 不同类型站点地区特征及调节策略表

Tab.5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tation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主要分布在城市中间圈层。慢行优势型主要

围绕城市核心区域分布。驱动形成3大类站

点地区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空间环境特征

等因素具有差异，可按照关键影响因素划分

为8个子类型，在站点地区提质升级中采取

差异化的绿色交通行为调节优化策略。

手机信令数据平台能够为研究提供全

覆盖、动态性的数据支持，但由于空间颗粒

度限制无法识别短距离慢行出行行为，笔者

未能考虑居民在站区内的慢行出行行为，但

分析结果对于探究站区居民中长距离出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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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成差异及机制仍有代表性。未来研究可

以结合大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或深入分析

单一类型站点地区的出行模式，为轨道交通

站点区域的出行行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更

详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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